從個人特質與歸因組型探討警察人員心理困擾程度

1、 前言

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，至2004年4月底止，全國警察人員罹患或疑似精神異常者156人，心理適應困難而有異常癥候者81人，合計237人，官方初步分析可能發病原因中，工作壓力或適應不良者佔36%，車禍或外力致腦傷者佔14.8%，感情挫折者佔13%，家族遺傳者佔7.6%，過度驚嚇者佔7.6％，家庭變故者佔5%，其他為原因不明者(內政部警政署，2004a)。另就近10年來警察人員自殺人數觀察，自1993年7月起至2004年4月止，警察人員自殺身亡者共121人，根據自殺現場及事後調查結果分析，自殺原因以家庭困擾居多，其餘依次為債務困擾、健康因素、工作適應、感情困擾、精神異常等原因(內政部警政署，2004b)。由此顯見，各種因素造成員警心理困擾，如未獲得有效的紓解，有可能進一步深化，導致精神異常，也有可能一時想不開，引發自殺的事件，殊值重視。更重要的，警察工作性質特殊且項目繁雜，如陷於心理困擾狀態，無法解決，不但影響工作，更會帶給社會不安。
過去國內學者對警察自殺問題之研究，文獻相當豐富(張平吾，1992；胡淑媛，1992；劉安真，1992；陳婷婷，1995；蔡素玲，1997；孫敏華，1997；林錦坤，1999)。近年來，對警察壓力問題之探討，也相當的多(楊國展，1995；張明永、蘇美卿，1999；闕可欣，1999；周勵志，2001)。但對警察心理困擾問題之研究，卻付諸闕如。本文乃拋磚引玉，從警察個人特質與歸因組型初探員警心理困擾成因，以建立警察心理困擾的文獻。

貳、心理困擾的意義與型態

一、心理困擾的意義與基礎型態
心理困擾(psychological distress)是一種主觀上的不愉快狀態，主要有二種形態(Mirowsky and Ross,1989)，第一種是憂鬱(depression)，例如：感覺哀傷、孤寂、絕望、無用、悲泣、希望死了算了、睡不著、士氣低落、覺得每一件事都很費力、覺得每一件事都做不好等。第二種是焦慮(anxiety)，例如：感覺緊張、不安、擔憂、易怒、害怕等。憂鬱與焦慮各有二種主要成分：情緒不佳(mood)與身體不適(malaise) (Mirowsky and Ross,1989)。情緒不佳是一種負面的感覺，如因哀傷而憂鬱，或因擔憂而焦慮。身體不適是一種身體的狀況，如因憂鬱而無精打采(listlessness)或心神渙散(distraction)、或因焦慮而身體功能失調(如頭痛、胃痛、暈眩)或不安。憂鬱與焦慮現象經常一起出現，一個人發生其中的一種現象時，另一個現象也會伴隨發生。憂鬱和焦慮是高度相關的，會感到憂鬱的人，也會感到焦慮。因為這個原因，研究人員常常把這兩種症狀合在一起探討，而不會刻意作區分。此外，除非研究者對身體疾病、傷害或住院治療影響心理困擾的方式有興趣，否則情緒不佳和身體不適的要素，通常也不需分類。謹以下表簡要說明憂鬱與焦慮的癥候，及心情不佳與身體不適的現象(Mirowsky and Ross,1989)。

表2.1心理困擾的形態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憂鬱　　　　　　　焦慮

	˙失意
˙精神萎靡不振
˙哀傷
˙孤寂
˙感覺人生註定失敗
˙感覺常被事情綁住
˙希望死了算了
	˙焦急
˙易怒
˙害怕
˙緊張
˙擔憂

	˙沒有胃口
˙無法專心
˙記性不好
˙睡不著
˙覺得每一件事都很費力
˙覺得每一件事都作不好
˙很少說話
	˙心跳加速
˙呼吸急促
˙虛弱暈眩
˙冒冷汗
˙手不停的發抖
˙全身發熱


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　(Mirowsky and Ross,1989)
有關引起心理困擾特性之研究頗多。1960年代早期出版的社會調查，已進行了初步的探討(Gurin,Veroff, and Feld,1960；Srole et al.,1962；Leighton et al.,1963)。1970年代早期出版的研究則發現並證實了下列四種心理困擾的基礎型態：(1) 女性比男性容易感到心理困擾。(2)已婚者較單身者較不易感到心理困擾。(3)不愉快的生活經驗與心理困擾有關聯。(4)在收入、教育水準和職業方面都比別人高一等的人，比較不會感到心理困擾(Dohrenwend and Dohrenwend,1969；Myers, Lindenthal, and Pepper,1971；Warheit, Holzer, and Schwab,1973)。雖然，大部分的研究在1970年代晚期之後湧進，嘗試證實心理困擾的型態及其精確成因或關聯，但成效不佳。研究者也解釋了其他的心理困擾型態，如黑人比白人容易感到心理困擾的原因，係因黑人的收入、教育水平、工作職務、居家環境較差，而失業率也較高的關係(Mirowsky and Ross,1989)。

二、心理困擾與精神疾病之差異

心理困擾與精神疾病(mental illness)有所區別，心理困擾與精神疾病雖有一些關聯，但因其不涉及反社會(antisocial)、偏執狂(paranoid)、因老年或濫用藥物而引發之思維障礙、心情極端起伏(extreme mood swings)、酒精成癮、吸食迷幻藥物而產生之心神恍惚(hallucinations)或錯覺(delusion)等人格違常的問題。因此，心理困擾的範圍雖然甚廣，且部分心理困擾與上述症狀有部分關聯，但也只有少部分極端心理困擾的人，才會有上述精神疾病症狀(Mirowsky and Ross,1989)。

或許有人質疑，如果心理困擾不算精神疾病，為何要研究警察人員的心理困擾呢？研究警察人員心理困擾有下列三個主要原因：

1、 心理困擾不解決，痛苦仍是痛苦的(misery is still miserable)：雖然心理困擾是警察人員對緊張情況的一種正常反應，而不是一種疾病的症狀，但心理困擾對警察人員而言，如不解決，他仍舊處於一種痛苦的狀態。

2、 心理困擾含有社會成本的問題：警察人員有心理困擾，社會就需付出成本，有些社會成本很明顯，例如警察人員如有整晚睡不著覺的困擾，白天自然會精神不濟，無法專心執勤或平靜的與他人相處。也有些社會成本不是很明顯，例如，很多有心理困擾的警察人員，常因背部酸痛、腹痛、頭痛等問題尋求醫療服務，卻始終診斷不出病因。

3、 心理困擾症狀在醫療系統下，常因誤診而產生問題：例如，警察人員有背痛、腹痛、頭痛和其他身體不適的情形時，因病狀明顯，醫生容易診斷，但警察人員如有心理困擾而就醫，往往卻找不到病因。Locke and Gardner( 1969)及 Hiday(1980)研究發現，在所有因心理困擾而初診的病患中，至少有20%的人，是因為出現了心理引發的不適(physiological malaise)癥兆，但在身體上卻找不出病因(no detectable physical cause)。由於相同的症狀可能起因於重大的醫學疾病，醫生必須記錄病歷，並為病人作身體檢查，之後，再作診斷分析。由於病癥不明顯，醫生有時也會對病人的病情作出錯誤的判斷，造成醫療錯誤，因此，對有心理困擾而尋求醫療系統照顧的警察人員而言，實在是一件又貴、又危險而又沒有效率的事。

三、心理困擾與幸福感的關係

心理困擾與幸福感(well-being)是一個相對的概念，詞意的兩極，簡言之，「幸福的感覺愈多，心理的困擾就愈少」，反之，心理困擾愈多，就代表愈不幸福(Mirowsky and Ross,1989)。大體說來，幸福就是享受生命，感到快樂，並對未來充滿希望，如同無憂無慮的人一般，如果缺乏這些正面而積極的感覺，便與憂鬱或焦慮有關。從幸福快樂與滿足的那端，思考到憂鬱和焦慮這端，這樣的思考方法，是很有用的。

    幸福感與心理困擾位於同一情緒面向 (dimension)的相反兩極，這原本是顯而易見的事，惟有些研究人員卻指出，正面和負面的影響，應是二種不同的面向，不能簡約為同一情緒面向的相反兩極。Braddburn(1969)認為，幸福感和心理困擾如果是兩極的概念，在測量二者的負相關時，其相關值應完全落於-1.0之間，但事實卻不然，運用不同的測量方法，多次測量幸福感與心理困擾的結果，兩者之間所預估的相關值，均在-.50和接近0之間來回變動(Ross and Mirowsky, 1984a)，這樣的相關值，似乎說明幸福感和心理困擾的情緒概念，部分是獨立的。  
     有學者認為，有兩種原因可以解釋幸福感和困擾是單一情緒面向的相反兩極，但其負相關值為何未落在-1.0上。第一，受到隨機測量錯誤的影響(random measurement error)。測量幸福感與心理困擾時，發生的隨機錯誤會降低兩者的明顯相關值，不過，還是有可能預估隨機錯誤的比例，修正後，再預估彼此的關聯，學者預估正確的相關值大約是-.70(Ross and Mirowsky,1984b)；第二，因為有些人較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情感。表達力(expressiveness)的差異，橫切(crosscut)了情緒的差異，意即，一個人的心情愈糟，就愈不會覺得自己幸福，其所陳述的心理困擾，相對的也就愈多，但表達力愈差，也就愈不能陳述幸福感和心理困擾的感覺。依據Mirowsky及Ross(1989)估計，在自陳的心理困擾報告中，表達力的差異，說明了30%隨機差異的問題，情緒的差異，則說明了另外的70%。

    表達力的差異，是很容易被考量的問題，而部分的調查研究卻顯示，這些差異對研究結果沒有多大的影響(Ross and Mirowsky,1984b； Gove et al.,1976)。例如，整體而言，女性的表達力優於男性，但不能據以解釋女性所陳述的高度焦慮和心理困擾的情形，因為女性也會自陳：自己雖然很少在享受生命，但對未來也是充滿希望和快樂的，而且感覺自己與他人一樣的好(Ross and Mirowsky,1984)。在表達力裡，其他社會人口統計學上的差異，並沒有像性別間的差異一樣的明顯，也無法說明困擾的社會形態，因為幸福感和心理困擾是情緒的相反兩極，兩者有相反的社會人口統計形式。隨著教育程度和收入的增加、結婚、及經濟能力的提升，幸福的感覺就會增加，心理困擾就會減少。    

與其他的研究者相比，值得注意的有Campbell,Converse 和Rodgers(1976)等人的研究，渠不認為滿意是幸福感的一部分。幸福感和心理困擾是一個面相的兩極(poles)；滿意和不滿則是另一個面相的兩極。滿意象徵著抱負和成就，相對於辭職和成就，都會帶來同等的省思，反之，心理困擾常來自於損失。不滿則來自於與個人期望相關的損失。雖然心理困擾和不滿可能常常搭配出現，但兩者不相配的例子，對社會學的理論來說，才是最重要的。例如，接受教育能增加平均的收入，也因此才有機會使用更多的金錢，因此，接受較高教育的人，就增加了幸福感和滿意度，但在同等收入的人口中，較高教育程度的人，如其收入如與教育程度較低的人一樣的話，反而會降低了其個人的滿意度(Mirowsky,1987)。因此，提高期望會隨著既定的成就水準(a given level of achievement)，而有降低滿意度的傾向，然而，也在同一個時間提高了幸福的感覺。

四、憂鬱的意義與發生率

「憂鬱」(depression)一詞具有許多不同的意義，它既可以是一個描述情緒的字眼，也可以是表示生理或心理病理的症狀(physiological or psychopathological symptom)、症候群(syndrome)，或疾病的名稱(葉英昆、文榮光、胡海國，1979)。它可以表現在情緒方面，呈現出悲傷、沮喪、落寞寡歡……等；在認知方面，顯得自貶、自責、沒有希望、罪惡感、反覆出現的想死、想自殺、希望自己死掉的念頭；在行為與動作方面，則表現出激躁(agitation)及動作遲緩(retardation)，對日常活動失去興趣，性慾降低，常覺疲勞……等症狀。一般而言，當壓力事件來臨或離去後，倘若當事人感覺到自己的表現不如預期，或因事件而有所損失，其將感到憂鬱。通常，憂鬱的現象都算輕微，當事人至多感覺到「空虛」、「失落」、「羞恥」、「懊惱」等，嚴重時，即出現憂鬱症狀(陳俊欽，2003)。憂鬱情緒是當前美國社會中最普遍的心理健康問題，也是反應社會壓力的重要心理衛生指標(胡幼慧，1995)。

其實，憂鬱是每一個人一生之中或多或少都有的經驗，它是對於存在的危險、失敗、挫折、失望與對現代生活中的失落，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正常且短暫的反應，它可以持續幾小時、幾天、甚或幾星期。不過，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說，它是暫時的現象，個體雖會感到不愉快，但不會對日常功能產生影響，但對少部分的人而言，憂鬱會使人衰弱，甚至會對生命有所威脅，這種情況正與日俱增(Hammen,1991)。尤其，有相當多的研究顯示，憂鬱與自殺有密切的關係。因此，對警察人員憂鬱現象的探討，實為刻不容緩的課題。
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，全世界約有3%的人罹患各式各樣的憂鬱症，亦即全世界的憂鬱症患者高達一億多人(葉英昆、文榮光與胡海國，1979)。另外，Shopsin與Water(1980)的研究指出，美國約有15%-30%的成人，在其一生之中的某階段，均會發生憂鬱狀態，它通常是在個人正值年輕力壯或生產力充沛的時候發生。張天鈞(2003)則認為，18歲以上的美國人，每年約有10％罹患憂鬱症，女性為男性的2至3倍，即使罹患相同的疾病，例如心肌梗塞，在六個月內，有憂鬱症的人，死亡率為沒有憂鬱症的人5倍。另根據Boyd與Weissman(1985)的回顧性報導，大約8-12%之男性，20-26%之女性曾罹患憂鬱症，而其罹患年齡以20至40歲最多。依照外國社區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，95%的自殺者患有憂鬱症，憂鬱症患者中，約有10%會採取自殺行動，而自殺的成功率約在15-20%之間(陳清芳，2003)。另外，在國內方面，根據民國79年與民國80年的生命統計資料顯示，自殺是15至24歲青少年的第一或第二大死因，僅次於意外事件(劉安真，1992)。

有關警察憂鬱情緒的研究，一般學者甚少涉獵。張錦麗(1998)的研究顯示，缺乏親友支持及親密關係失調的警察人員，易有憂鬱情緒傾向，有較高憂鬱情緒的警察，採用較負向逃避式的策略因應壓力，不太能面對問題，而有良好社會支持的警察，在因應壓力方面，採取負向逃避與理性面對並用。陳石定(1993)也指出，警察工作壓力源影響所及，包括生理、心理方面，甚至有毀敗作用，當壓力達到承受極限，深遠的影響馬上出現，若未及時處理，可能擴張成慢性憂鬱情緒。

五、焦慮的意義與發生率

焦慮是一種很平常的心理狀態，是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，時時會感受到的一種心理感受。除了心理感受外，在焦慮狀態下，連帶有一種生理學上的警覺狀態。每個人在面對日常種種事情，都會以一種警覺的狀態，提高警覺，特別專注，用心思考，注意力特別提高，心跳加速，呼吸速度增加，肌肉張度增高，以增加解決問題的效率。在精神醫生門診的病患中，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患者，會抱怨精神不集中、呼吸不舒服、心跳快、肌肉酸痛、失眠等不舒服的症狀。患者甚至常有腸胃不舒服、拉肚子、便秘、手腳發麻、多夢、常常上廁所小便等身體不舒服的症狀(胡海國，2002)。容易煩惱是焦慮患者共同的現象，而且煩惱的事，盡是日常生活的芝麻小事。此外，容易敏感，也是患者共同的經驗，對任何小事，反應強烈，容易緊張，不容易放輕鬆，看不慣別人，對同事發脾氣，甚至暴跳如雷。

臨床經驗上，不少憂鬱患者都有泛焦慮症的特質。泛焦慮症，是一種經常、持續、浮動性的擔心與焦慮，這種患者對日常生活種種事情容易擔心、想得很多，並且都想不好的事。尤其一些不必要擔心的小事，常因擔心而有眉頭深鎖、肌肉緊繃、膚色蒼白、手腳出汗、心悸、失眠或頭痛等症狀，在現代社會裏，無論在基層或精神科門診，都是最普遍的疾病，而在台灣社區居民流行病學的研究裏，也是最普遍，盛行率最高的輕型精神疾病(湯華盛、葉英坤，2003)。

憂鬱與焦慮經常一起出現，此時當事人就會同時感覺到有危機即將發生，自己很緊張，必須做點什麼，但又同時感覺到很空虛、無力、懊惱或無助感(陳俊欽，2003)。湯華盛與葉英坤(2003)研究泛焦慮症發現，大多數的泛焦慮症都未尋求醫療、民俗或心理諮商的協助，而一旦求助，會優先找西醫，但在鄉鎮的居民，有更高的比率採用民俗療法或至西藥房購買成藥，乃因泛焦慮症在台灣是最普遍的輕型精神疾病，而其引起的症狀及社會功能障礙程度，沒有比其他疾病嚴重，或者，一般民眾認為泛焦慮症只是一種容易憂慮的個性而已，而不認為其是一種疾病。
湯華盛與葉英坤(2003)研究泛焦慮症的盛行率及症狀群發現，大都會的社區居民盛行率為4.1%，鎮居民為11.4%，鄉居民為8.0%；在症狀群方面，大都會居民以「過度擔心」佔82.7%最高，其中又以「常沉思很多事情」、「擔心很多事情」分項占的比率最高，其次為自主神經過度活躍80.0%，警覺度提高79.0%，肌肉緊繃73.5%；鎮居民以「自主神經過度活躍」佔86.6%最高，其中以「心跳加快」、「容易流汗」分項占的比率最高，其次為「警覺度提高」85.3%，「過度擔心」82.7%，「肌肉緊繃」77.5%；鄉居民以「警覺度提高」85.3%最多，其中以「失眠」、「易怒」分項占的比率最高，其次「為過度擔心」83.2%，「自主神經過度活躍」80.3%，「肌肉緊繃」69.9%。

參、歸因組型的意義與研究

一、歸因的意義

所謂「歸因」(attribution)，係是指個人對環境中的事件，推斷其發生原因與性質過程；這個過程，包括對自己或對他人行為原因的推論。歸因的心理歷程會影響個人以後的行為，可視為事件與行為間的中介歷程(mediating process)(Kelley,1967)。
社會心理學家很早便開始研究歸因現象，有關歸因理論中，最早被提出的是Heider(1958)的理論，其認為個人對自己或他人行為結果的分析，可分為兩方面來看：其一，將行為之發生解釋為情境(或環境)因素使然，稱為情境歸因(situational attribution)，情境歸因也稱為外向歸因(external attribution)；其二，將行為之發生解釋為當事人的性格(或心理)因素使然，稱為性格歸因(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)，性格歸因也稱為內向歸因(internal attribution)。Rotter(1966)則提出「內外控」 (locus of control)，說明個人對己身與世事關係的看法。所謂「內外控」，係指個人將事件的原因歸諸內在因素或外在環境因素。內控者會把原因歸諸自己；外控者則把原因歸諸外在因素或未知因素。

Weiner等人(1972)則在Rotter(1966)所提的「內外控」之歸因向度外又加上了「穩定－不穩定」(stable－unstable)的歸因向度。「穩定度」是指該事件的原因是否會隨時間而改變。作穩定性歸因的人，認為事件的原因是長期的，不會隨時間而改變，作不穩定性歸因的人，認為事件的原因是短期的，會隨時間而變。Weiner的「內外在」和「穩定度」二向度構成四種歸因組型，如表3.1所示。其中，「努力」(effort)是內在而又可變動的因素，因為努力與否是盡其在我，但亦可隨時間而改變；「運氣」(luck)會因時間而改變，但卻不是自己的原因，所以是外在又不穩定的原因；而「能力」(ability)是內在而穩定的因素；「難度」(difficulty)則屬於外在且穩定的因素。 

表3.1 Weiner的四種歸因型態
	
	內    在
	外    在

	           穩定


	能   力
	難   度

	          不穩定


	努   力
	運    氣


(Weiner,1972)
Weiner(1972)這樣的分類可能會帶來些許問題，因為每一種歸因型態對不同人而言，可能有不同的看法，例如：難度屬於穩定向度，亦可屬不穩定向度，所以無法以這些分類來看個體歸因之程度。鑑於此一缺點，Abramosn等人(1978)便以三個非已劃定好的歸因向度來評定個體的歸因方式，此三種歸因向度為：1、內在性(internality)，此向度係指，當一個人把事件原因歸因到愈內在時，即表示造成此事件的原因愈是因為自己而引起，較與別人無關。2、概括性(globality)，

此向度係指，當一個人把失敗的事件作更概括性的解釋時，即表示造成該事件的原因不僅影響該事情，還會影響其他事情，反之，當作更特殊化(specific)的歸因時，則表示個體認為，造成該事件的原因較偏向只影響該事件。3、穩定性(stablity)，此向度係指，當一個人把造成事件結果的原因作愈穩定的歸因時，即表示這原因是較不會隨時間而改變，反之，作不穩定(unstable)歸因時，則表示造成事件的原因是可隨時間而改變的。

與Weiner的歸因型態相較，Abramson等人(1978)並未指定歸因向度的內容(例如，未指定「難度」此一歸因內容是隸屬於外在且穩定的歸因型態)，而只針對個體對事件歸因的方式進行討論(即個體不一定會把難度歸因為外在且穩定的歸因型態，個體可將「難度」歸因為內在或不穩定的方式，所以「難度」是隸屬於何歸因型態，端視個體歸因的方式)，因此，Abramson等人對歸因的看法，顯較具彈性。

　　Weiner的「內外在」和「穩定度」二向度構成的四種歸因組型，雖然在個體歸因的程度上，有些許的分類問題，但已是補強了Rotter(1966)的「內外控」觀念，且較Heider(1958)所提的單純內、外向歸因成熟，本研究主要在探求警察人員的歸因傾向，因此，擬採概念上較簡易分析、判讀的Weiner四種歸因組型概念，進行量表編製與分析。意即，內控者會把原因歸諸自己；外控者則把原因歸諸外在因素或未知因素；「穩定度」是指該事件的原因是否會隨時間而改變。作穩定性歸因的人，認為事件的原因是長期的，不會隨時間而改變，作不穩定性歸因的人，認為事件的原因是短期的，會隨時間而變。「內外控」和「穩定度」二向度遂構成四種歸因組型。這四種歸因型態中，「努力」是內在而又可變動的歸因；「運氣」是外在又不穩定的歸因；「能力」是內在而穩定的歸因；「難度」則屬於外在且穩定的歸因。

二、歸因理論的實證研究

Seligman,Abramson,Semmel及Von Baeyer(1979)曾以大學生為對象，探討歸因組型(attribution style)與憂鬱分數的關係，發現高憂鬱分數組較低憂鬱分數組，較易傾向於將負面事件歸諸於既內在(internal)、又穩定(stable)且概括性的(global)因素上；並且將正面事件歸諸於較外在的(external)，不穩定的(unstable)且特殊化的(specific)因素。此研究證實了，個體對事件的歸因態度與憂鬱症有密切關係。

黃慧貞(1982)研究大學生對生活事件的歸因組型與其憂鬱傾向的關係，發現憂鬱程度愈高者，愈傾向於把負面事件歸因於內在的、穩定的、概括性的因素，並且把事件視為不能由自己行為加以控制。國內學者對歸因變項之研究日益增多，但大抵限於父母管教方式及子女成就行為間之關係(楊瑞珠、楊國樞，1976；鄭慧玲、楊國樞，1977；謝清芬，1978；莊耀嘉、黃光國，1980)；而有關歸因變項與心理健康之關係的研究，則為數較少(林邦傑，1980；楊瑞珠、楊國樞，1976；洪有義，1975)；至於以歸因理論探討憂鬱症問題的研究，則未曾發現。另段亞新、吳英璋(1987)以301位大學生為樣本，探討大學生對生活事件的認知歷程及其身心適應，發現在「生活事件歸因問卷」的原始分數上，適應較差組比適應較好組的外在歸因為高；以調整分術來看，則適應越差，其「外在----不穩定歸因」傾向越強。

肆、研究工具與樣本

一、研究工具
本研究之主要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，為編製本研究之測量工具，研究者參酌國內外相關研究量表，編製「警察人員日常壓力量表」、「警察人員長期壓力量表」、「警察人員社會支持量表」、「警察人員歸因量表」、「警察人員心理困擾量表」、「警察人員個人特性量表」，對警察人員實施預測，根據預測結果修訂研究工具，再對抽樣所得之警察人員施測，以做為統計比較之重要資料來源，藉以觀察影響警察人員心理困擾之相關因素，並檢驗本研究之概念，根據研究發現研擬預防對策，供作有關機關施政之參考。

(一)警察人員個人特性量表

為了解警察人員屬性對壓力、社會支持、歸因組型與心理困擾有有何差異，有關個人基本特性變項之測量，擬訂於問卷量表中測量，其問項共14題，分述如下：性別(男、女)、年齡(自填出生年度)、工作性質(行政警察、外事警察、刑事警察、保安警察、交通警察、專業警察、其他)、工作內容(內勤、外勤)、服務單位(總局及其直屬單位、分局及其直屬單位、分駐（派出）所、保一、四、五總隊、其他)、官階(一線二星、一線三星、一線四星、二線一星、二線二星、二線三星、二線四星、三線一星、三線二星以上)、服務年資、婚姻狀況(已婚、未婚、分居、離婚、鰥寡、同居、再婚)、子女數(無子女、一人、二人、三人、四人、五人、六人以上)、子女的年紀在6歲(含)以下人數、家庭形態(小家庭、折衷家庭、大家庭)、從警以來調整服務單位次數、警察學歷(警察特考班、甲種警員班、專科警員班、警佐（巡官）班、警官學校(警察大學)專修科、警官學校(警察大學)大學部(含二技)、警政研究所)、宗教信仰(無、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一貫道、其他)。

(二) 警察人員歸因量表

本研究擬參考Seligman,Abramson,Semmel及Baeyer等人研究憂鬱症的歸因組型量表，並配合本研究之需要而修正，以作為測量工具，以了解警察人員在面對壓力事件時，個人對其行為結果之歸因內容，包括：內在性、廣泛性、穩定性及不可控制的程度。每一類題目又包含正、負二種不同事件。以評量能力、努力、難度、運氣、無助感等因素之穩定程度。

本量表預試時，經因素分析及相關分析後，顯示題目完全符合weiner的四個向度需求。四個選項的歸因量表，經因素分析後，發現第4題與第5題同質性高，經討論比較後，保留第4題；第2、7、10題等三題的同質性亦高，經討論比較後，僅保留第7題，第2題及第10題刪除；第1題與第6題同質性高，經討比較後，保留第1題。綜上，本研究僅採第1題「如果您與家人吵架，您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可能為那一項」、第3題「如果您參加警察大學招生考試落榜，您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可能為那一項」、第4題「如果您在工作上獲得長官讚揚，您認為最要主的原因可能為那一項」、第7題「如果您的車子與別人發生擦撞，您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可能為那一項」、第8題「您上街購物，買後發現物品有瑕疵，您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可能為那一項」、第9題「如果您喜歡兒子，卻生女兒，你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哪一項」等六題作為歸因量表。

本量表之計分方式區分為二部分：1、內外歸因部分，各題選擇1或2者，給一分，選擇3或4者給0分，五題分數相加為總分，分數愈高，表示愈歸因於內在，分數愈低，表示愈歸因於外在。2、穩定或不穩定歸因部分，各題選擇1或3者，給一分，選擇2或4者給0分，五題分數相加為總分，分數愈高，表示愈歸因於穩定，分數愈低，表示愈歸因於不穩定。據此而言，歸因於內在且穩定者，分數最高。以第1題為例，「如果您與家人吵架，您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可能為那一項」：1、我當時的身體或心情狀況不好(能力)。2、當時自己無法克制情緒(努力)3、家人一向很難相處(難度)。4、這是人與人間必然發生的問題(運氣)。本題選1者，從內外歸因來看，屬於內在歸因，因此，得一分；另從穩定或不穩定歸因來看，屬於穩定歸因，因此，也得一分。依此類推。
本量表施測時，因只有六題，不再作因素分析，採用項目分析，以是否為內在歸因和是否為穩定歸因兩個向度分別計分，其中第3題為測量對正向事件的歸因，與其餘五題測量負向事件歸因的向度不符，故排除之。其餘五題，每題答案勾選1、2者計為內在歸因(歸因於能力或努力)，勾選3、4者計為外在歸因(歸因於難度或運氣)；勾選1、3者計為穩定歸因(歸因於能力或難度)，勾選2、4者計為不穩定歸因(歸因於努力或運氣)。經分析，試題之鑑別力均良好。

(三) 警察人員心理困擾量表

由於憂鬱與焦慮現象經常一起出現，一個人發生其中的一種現象時，另一個現象也會伴隨發生。憂鬱和焦慮是高度相關的，會感到憂鬱的人，也會感到焦慮。因為這個原因，研究人員常常把這兩種症狀合在一起探討，而不會刻意作區分，除非研究者對身體疾病、傷害或住院治療影響心理困擾的方式有興趣，否則情緒不佳和身體不適的要素，不需分類，統稱為心理困擾(Mirowsky及Ross 1989)。本研究為簡化施測，採用上述見解，將憂鬱及焦慮量表放在一起測量。在憂鬱量表部分，本研究採柯慧貞教授所發展的「柯氏1983年所修訂之中譯版的貝克氏憂鬱量表(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)」來評估(柯慧貞、黃耿妍、李毅達、莊麗珍，1996)，其內容包括：心情、悲觀、失敗感、不滿足、罪惡感、被懲罰感、自我厭惡、自責、自殺願望、哭泣、易躁性、社交退卻、優柔寡斷、身體形象的扭曲、工作慾望低、睡眠不安、易疲勞性、食慾不振、體重減輕、對身體過份關注、性慾降低等。，每題得分從1(低憂鬱感)至4(最嚴重憂鬱感)。參照柯慧貞的憂鬱分數計算方法，總分愈高憂鬱情況愈嚴重(柯慧貞、黃耿妍、李毅達、莊麗珍，1996)。

至於焦慮部分，擬參考哈佛大學教授George E. Vaillant長期運用之心理評估工具，並經國內精神醫學界(李明濱，1997)修訂簡化為中文版之簡式症狀量表 (BSRS)為主，該量表有關焦慮心理症狀群題目，納入本研究工具之一部分。

本量表之計分方式，填答從未如此者給1分，很少如此者給2分，有時如此者給3分，經常如此者給4分。各題之答分相加，即為量表之總分。因素分析後，各因素篩選之題目分數相加，即為各分量表總分。得分愈高者，表示焦慮與憂鬱程度愈高，亦即，其心理困擾程度也愈高。
本量表經因素分析後，共採四項因素，第一項因素經重新命名為「焦慮的心理反應」，共17題，如一陣一陣感到恐怖、和別人不自然等；第二項因素經重新命名為「憂鬱的心理反應」，共10題，如有失敗感、感覺憂鬱等；第三項因素經重新命名為「焦慮的生理反應」，共8題，如肌肉酸痛、胃腸不舒服等；第四項因素經重新命名為「憂鬱的生理反應」，共6題，如胃口變差、體重減輕等。

此外，第14、24、15、42、22、23等五題，因素負荷值低於0.5，爰予刪除，另第7、9、10等三題，因題項過少，也一併刪除。

二、研究樣本

本研究之研究對象，包括台北市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、內政部警政署所屬各警察機關、學校、台灣省各縣市警察局、福建省金門縣、連江縣警察局(不包括中央警察大學)。經統計，共有二個直轄市政府警察局、五個省轄市警察局、十八個縣警察局、十九個專業警察單位、一個台灣警察專科學校。本研究之母群體，係指依據「警察人員管理條例」第三條規定，任官、授階，執行警察任務之警察人員，合計70,183(內政部警政署2004年3月人事月報表)，至於其他一般行政及技術人員，不在本研究之內。本研究擬本隨機與代表性為雙重理想，採分層抽樣法，研究樣本數設定為2,050人，約佔母群體之百分之三弱。

本次抽樣，三線二星以上部分，抽樣人數25位(佔母群體1.21%)，回收問卷25份(佔1.28%)，回收率高達100%；三線一星部分，抽樣人數30位(佔母群體1.45%)，回收問卷22份(佔1.12%)，回收率僅73%；二線四星部分，抽樣人數30位(佔母群體1.46%)，回收問卷27份(佔1.39%)，回收率90%；二線三星部分，抽樣人數160位(佔母群體7.8%)，回收問卷143份(佔7.3%)，回收率89.3%；二線二星部分，抽樣人數230位(佔母群體11.2%)，回收問卷214份(佔10.9%)，回收率93%；二線一星部分，抽樣人數190位(佔母群體9.27%)，回收問卷183份(佔9.34%)，回收率96.3%；一線四星部分，抽樣人數400位(佔母群體19.5%)，回收問卷367份(佔17.7%)，回收率91..8%；一線三星部分，抽樣人數890位(佔母群體43.4%)，回收問卷887份(佔45.3%)，回收率99.6%；一線二星部分，抽樣人數45位(佔母群體2.2%)，回收問卷44份(佔2.24%)，回收率97.7%；女警部分，抽樣人數50位(佔母群體2.43%)，回收問卷47份(佔2.4%)，回收率94%。

伍、研究結果分析
一、研究樣本屬性分析
本研究採分層抽樣方式，調查全國及各警察機關不同階級的警察官人數，依比例算出各警察機關擬抽樣人數，並依據各機關分配各階級比例人數完成抽樣，發放問卷。研究共發出2,050份問卷，回收之有效問卷共1,971份，排除未認真填答或未填答題數過多者後，實際有效回收問卷數為1,959份。

研究受訪者在性別上，男性警員的比例為97.1%，共計1,902人；女性警員佔2.4%，共計47人。年齡分布以31~35歲及36~40歲較多，分別佔24.1%、23.9%。工作性質方面，以行政警察人員為最高，有1,112人(56.8%)，其次為刑事警察人員246人(12.6%)。工作內容上，外勤員警人數多於內勤，分別為1,350人(68.9%)、465人(23.7%)。服務單位則以分局及其直屬單位、分駐(派出)所佔較大的比例，分別有554人(28.3%)及557人(28.4%)。


在調查年資變項上，集中在6~10年(407人，20.8%)、11~15年(505人，25.8%)、16~20年(441人，22.5%)，9.6%的受訪員警年資在30年以上。服務單位調整次數的調查中發現，約有五成的受訪員警服務單位的調整次數在3次以下(1,005人，51.3%)，調整4~6次的有563人(28.7%)，另外調整次數在13次以上的有58人(3.0%)。


而調查受訪員警的教育程度部分發現，有41.4%為甲種警員班(812人)，有26.8%為專科警員班(525人)，其餘為中央警察大學各班期畢業生（622人）。宗教信仰上，大部分的員警信仰佛教和道教，所佔比例分別為37.0%及31.3%。


調查員警的家庭型態發現，有77.8%屬小家庭、19.2%屬折衷家庭，大家庭則為1.6%。受訪員警中有85.2%已婚，11.3%未婚。而已婚的員警，其子女數大多為三個(848人、43.3%)，其次為四個子女(409人，20.9%)。有62.8%的已婚員警並沒有六歲以下的子女，而有21.9%的已婚員警有一位六歲以下的子女。


此外，本研究受訪員警的官階分布較符合母群分布，共有一線二星(為比照警佐待遇人員，即不具任用資格或尚未通過警察資格考)44位(2.2%)，一線三星(相當於警勤區、警備隊、交通隊、保安隊、女警隊警員、刑警隊、刑事組刑事偵查員職務)934位(47.7%)，一線四星(相當於巡佐、小隊長)367位(18.7%)，二線一星(相當於巡官、分隊長兼派出所主管)183位(9.3%)，二線二星(相當於台灣省副分局長、副隊長、組長、課員、分駐所所長)214位(10.9%)，二線三星(相當於台灣省分局長、隊長、課長、主任、台北市、高雄市警察局股長、組長、署屬警察機關副大隊長、科員、組員)143位(7.3%)，二線四星(相當於台灣省副局長、保安警察大隊長、組長、台北市、高雄市警察局副分局長、副大隊長)27位(1.4%)，三線一星(相當於台北市、高雄市警察局分局長、科長、大隊長、警政署及署屬機關科長、專員)22位(1.1%)，三線二星(相當於台北市、高雄市警察局督察長以上、台灣省警察局長、保安警察主任秘書以上、警政署組長、專門委員、署屬警察機關副局長以上職務)25位(1.3%)。

本研究依照同質性考驗，將下列幾個屬性縮減、分組，以利考驗：官階屬性上，本研究將一線四星以下警察，歸類為「基層員警」，二線一星及二線二星歸類為「初階警官」，二線三星以上歸類為「高階警官」；婚姻狀況中，將同居、分居、離婚、再婚、鰥寡等五種狀況，歸類於「其他」；子女數五人以上者歸為同組；六歲以下子女數三人以上者歸為同組。
二、警察人員歸因組型之比較
在不同屬性警察人員歸因組型的比較上，本研究採用將歸因於內外在及穩定與否視為兩個連續向度，若受訪警察在五題反向題中有三題選擇內向，則其在內外向向度上得三分，其餘以此類推，並以t考驗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作為檢定其間差異的方式。

若將日常生活歸因量表分數轉為歸因內在與歸因穩定兩個連續向度，t考驗及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，歸因於內在的向度上，在性別、年齡、工作性質、服務單位、年資、婚姻狀況、子女數等屬性差異，達顯著水準，但利用Scheffe事後比較各屬性皆未達顯著。歸因於穩定的向度，考驗結果顯示，僅在性別、年齡、官階及教育程度等四個向度有達顯著差異。事後考驗發現，基層員警較初階警官常將生活事件歸因於穩定因素，而甲種警員班則較警察大學專修班常歸因於穩定因素。

三、警察人員心理困擾程度之比較

考驗心理困擾量表在各屬性上的得分情況，發現在年齡、工作性質、工作內容、服務單位、官階、年資、婚姻狀況、六歲以下子女數、家庭型態、教育程度等方面，皆有顯著差異。

在年齡方面，26~40歲的警察人員，得分顯著高於46~50歲及56歲以上者，另外，26歲至35歲的警察人員，其心理困擾程度又顯著高於51~55歲的警察人員。工作性質方面，行政警察人員的心理困擾程度顯著高於保安警察人員。至於在不同單位服務的警察人員中，派出所警察人員之心理困擾程度，顯著高於其他單位。官階方面，事後考驗結果顯示，高階警官心理困擾程度顯著低於初階警官，而初階警官又顯著低於基層員警。年資方面的比較發現，服務6~15年警察人員心理困擾的程度最高，且顯著高於26年以上者。

結果顯示，已婚警察人員的心理困擾程度，顯著低於未婚或其他婚姻狀況者；生長於大家庭的警察人員，在此量表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小家庭者。教育程度方面的事後考驗發現，教育程度為警察大學專科班和大學部的警察人員心理困擾程度，顯著低於甲種警員班、專科警員班的警察人員。
心理困擾量表中包含四個分量得分—焦慮的心理反應、憂鬱的心理反應、焦慮的生理反應、憂鬱的生理反應。在焦慮的心理反應分量得分上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子女數不同的警察人員，其心理困擾程度也不同，而事後考驗各類別差異未達顯著。此外，工作性質和家庭型態變異數分析的結果有達顯著，但是事後比較，皆未達顯著水準。比較不同屬性的警察人員，其憂鬱心理反應量表得分情況與總量表相似，值得一提的是，事後考驗發現，年齡分組的部分，除了26~40歲的警察人員，仍舊得分顯著高於46歲以上者外，20~25歲及41~45歲的警察人員，在此分量表的得分情況亦顯著高於56歲以上者。在服務單位的部分，派出所員警得分仍舊最高，且顯著高於警察局及保警總隊，此外，分局警察人員的憂鬱心理反應程度，亦顯著高於保警總隊。而家中有一個或兩個六歲以下子女者，其憂鬱的心理反應較無六歲以下子女的警察人員為高。考驗焦慮的生理反應量表上不同屬性警察人員的得分情況發現，年齡不同在此量表的得分雖有不同，但各分組的差異事後考驗未達顯著。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，不同的宗教信仰在此量表的得分情況，顯著差異，且信仰道教者，其得分顯著高於信仰佛教者。憂鬱的生理反應量表不同屬性警察的得分情況大致與總量表相似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家中有一兩個六歲以下子女的警察人員，其憂鬱的生理反應，較無六歲以下子的警察為高。

四、警察人員個人特質對歸因組型之路徑分析
研究結果分述如下:
面對負向事件，女性較常歸因於內在和穩定因素；不同工作性質中，相較於行政警察，交通警察較常歸因於外在因素，專業警察則較常將負向事件歸因於不穩定因素；與派出所警員相比，服務於分局的警察較常將負向事件作外在歸因；高階警官則較初階警官常作內在歸因；調整單位次數越多的警察，較常將負向事件歸因於外在和不穩定的因素；教育程度方面，相較於甲種警員班，專科警員班出身的警察較常將事件作外在歸因，警察大學專修科出身者則較常作不穩定歸因(Beta= -0.137*)，而警政研究所畢業的警察則較常將負向事件作外在歸因。

若以內在歸因與穩定歸因方向報告路徑分析結果則可發現，大多預測路徑的路徑係數小於0.1(或大於 -0.1)，只有以「是否為警大專修班」預測「穩定歸因」程度的預測力較高，路徑係數為-0.137*。本部分所提之兩項路徑分析的決定係數分別為0.037與0.038。

五、警察人員個人特質對心理困擾之路徑分析
以性別為獨變項預測心理困擾時，只有預測焦慮生理分量表的路徑係數達到顯著。而在工作性質方面，相較於行政警察，專業警察的整體心理困擾程度較低，尤其在「焦慮心理」、「焦慮生理」、「憂鬱生理」方面有影響；其他工作性質的警察(如:航空警察局、國道公路警察局)，在「憂鬱心理」的反應上，明顯低於行政警察。工作內容為外勤者，其「憂鬱生理」的反應較高，但整體而言，不比內勤者為高。在不同的服務單位比較中，研究發現，分局警察的「憂鬱生理」反應較派出所警員為低，而保警總隊的整體心理困擾低於派出所員警，尤其在「憂鬱心理」反應上，影響較大(Beta= -0.107**)，而在「憂鬱生理」反應方面，影響較小。婚姻狀況屬於其他者(如離婚、分居)，其整體心理反應較已婚者為高，影響情形表現在「憂鬱心理」、「焦慮生理」、「憂鬱生理」等反應上。

研究結果發現，擁有的子女愈少，其整體心理困擾程度愈大，尤其是在「焦慮心理」、「焦慮生理」、「憂鬱生理」等反應上，十分明顯；不過，六歲以下子女數愈多者，其整體心理困擾的程度，則較嚴重，特別在「憂鬱生理」方面有明顯影響。家庭型態方面，大家庭的警察，整體心理困擾程度大於小家庭者，但分量表的反應，卻無明顯的預測力。整體而言，調整單位次數愈多，心理困擾程度愈大，且在「焦慮生理」及「憂鬱生理」反應上有較大的影響，但「憂鬱心理」的反應上，影響較小。在教育程度上，相較於甲種警員班，專科警員班的心理困擾程度較小，且在焦慮和憂鬱的心理反應有明顯的影響；警察大學專修科畢業的警察，在焦慮與憂鬱的生理反應方面較甲種警員班小(Beta= -0.131*、 -0.139*)；而警察大學大學部畢業的警察，其整體心理困擾程度較小，四個分量的表現，尤以「焦慮生理」最為明顯(Beta= -0.235**)，在「憂鬱心理」與「憂鬱生理」方面也有不小的影響(Beta= -0.193*、-0.198*)。宗教信仰方面，研究結果顯示，在「焦慮生理」方面的反應，信道教者較信仰佛教者嚴重。

所有指向整體心理困擾的路徑中，僅有「教育程度是否為警察大學大學部」對於心理困擾的預測效果較大，路徑係數為-0.182***，其餘路徑係數縱然達到顯著，其路徑係數值均未超過0.1，而此路徑分析的決定係數為0.079。此外，預測「焦慮心理」分量表之個人特質中，達到顯著的路徑者，其路徑係數皆未大於0.1(或小於 -0.1)，路徑分析的決定係數為0.053。預測「憂鬱心理」的個人特質中，以「是否為保警總隊」及「教育程度是否為警察大學大學部」兩者之預測效果較佳，路徑係數分別為-0.107**、-0.193*，此路徑分析的決定係數為0.074。在以「焦慮生理」為依變項的路徑分析中，「教育程度是否為警察大學專修科」、「教育程度是否為警察大學大學部」此兩項個人特質對於依變項有很大的預測效果，路徑係數分別為-0.131* 與 –0.235**，而此路徑分析之決定係數為0.080。在預測「憂鬱生理」的個人特質中，仍是以「教育程度是否為警察大學專修科」、「教育程度是否為警察大學大學部」的預測效果最佳，路徑係數分別為-0.139*、-0.198*，路徑分析的決定係數為0.095。

陸、重要發現與結論

根據本研究之結果，從以下幾個部分和過去相關文獻加以比較，說明是否支持研究假設。一、警察人員之歸因組型調查。二 警察人員心理困擾情況。三、各變項之相關情況。四、警察人員心理困擾之預測。

1、 警察人員之歸因組型情況

本研究假設不同個人特性的警察人員，其歸因特質無顯著差異存在，但研究結果顯然支持假設，因為只有少部分屬性差異有達顯著。所得之研究結果略述於下：女警較常將負向事件歸因於內在或歸因於穩定因素；基層員警較初階警官者，常將負向生活事件歸因於穩定因素；警察專科學校甲種警員班者則較中央警察大學專修班人員，常歸因於穩定因素；其餘屬性則比較未達顯著差異。

由於警察專科學校甲種警員班者屬於心理困擾程度較為顯著族群，因此，本研究有關歸因組型之發現，與黃慧貞(1982)之研究相同，即憂鬱程度愈高者，愈傾向於把負面事件歸因於內在穩定的因素。

二、警察人員之心理困擾情況

本研究以憂鬱的心理反應、焦慮的心理反應、憂鬱的生理反應以及焦慮的生理反應，作為調查心理困擾程度的指標，研究結果顯示，警察人員的心理困擾在以下幾種屬性上有顯著差異:年齡、工作性質、工作內容、服務單位、官階、年資、婚姻狀況、六歲以下子女數、家庭型態、教育程度。進行事後比較發現，26~40歲的警察人員，其心理困擾程度顯著高於46歲以上的警察；行政警察人員的心理困擾程度，較保安警察人員為高；外勤警察人員的心理困擾程度，較內勤警察人員為高；不同服務單位中，以派出所警員的心理困擾程度最大，且顯著高於其他單位；官階越高，其心理困擾程度越小；年資6~15年的警察人員，心理困擾程度最大，且顯著高於年資26年以上者；已婚的警察人員，心理困擾程度最小；家庭型態為大家庭的警察人員，其心理困擾程度最小，且顯著高於小家庭者；教育程度在專科警員班以下的警察人員，其心理困擾程度顯著高於中央警察大學專修班以上者。

三、各研究變項變間之相關情形
相關分析中顯示，歸因於內在、歸因於穩定等變項與心理困擾程度的相關，皆達0.01顯著水準，但相關程度較低，其相關係數依序為-0.071、0.089、0.090。研究結果不支持內在歸因組型(歸因於能力、努力)與心理困擾程度有負相關的假設。

四、警察人員心理困擾之影響因素

由路徑分析的結果發現，歸因組型對於心理困擾程度的預測力甚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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